
國民黨在20年代末完成名義上的統一後，中國教育在30年代經歷了一個快

速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鼓勵發展地方師範學校的政策，使得相當數

量的優秀農村青年得以接受中等教育，而師範學校的免學費政策則吸引了大批

家境貧寒的學生。鄉村青年進入現代教育機構使得小知識份子（petty-intellectuals）

階層的人數增加，為政治版圖帶來了新的力量對比。本文認為，師範學校在鄉

村地區的發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轉型以及共產黨再起的契機。同時，地方師

範學校在1927年後，收留了一批逃亡的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這些人以師

範學校為訓練場所，將一大批不滿現狀的鄉村青年培養成中國共產黨的草根幹

部，從而為共產黨在抗戰中崛起，動員下層民眾，贏得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

這些接受了中等教育的鄉村青年成為共產主義中國化，中國革命從城市到農村

轉移成功，以及中共最後奪取全國性政權的重要力量。本文試圖將地方師範學

校1作為一種社會機構，考察其在30年代中國社會中的政治角色。筆者希望通過

分析教育對社會政治層面的影響，考察共產黨興起過程中一個相當重要，卻被

忽視的因素——地方師範學校。研究地方師範學校有助理解共產主義革命的中

國化以及共產黨興起的深層社會原因，並從新的角度考察二十世紀的變革。這

種研究不僅可以豐富我們對當時歷史的理解，而且對於思考當代中國現代化過

程中的一些類似問題也不無助益。

一　三十年代學生運動與共產黨鄉村革命的關係

30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學生的社會活動和街頭抗議經常是新聞追蹤的

熱點。他們利用街頭作為舞台，表達他們的要求和對國家命運的關切。學生的

通向鄉村革命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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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壓縮稿，全文將在《二十一世紀》網絡版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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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強烈地影響了大眾，在都市贏得了廣大市民的支持，左右輿論的目的取得

相當的成功2。在中國現代歷史I述中，發動並主導學生運動一向是中國共產黨

引以為傲的功績3，這一點也為美國學術界承認。但是美國學界對學生運動的研

究都存在U幾個問題。第一，大多數研究學生運動者，其對象均為位於都市地

區的大學生群體4，未涉及人數眾多的中學生。第二，研究的關注點在於運動本

身，忽視了學生運動積極份子的社會和家庭背景，以及家庭背景與其政治傾向

是否有關的問題。因此這些研究並未指明城市中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與

下一階段大規模農村革命之間有甚麼必然聯繫。

60年代美國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詳盡研究受到冷戰問題的驅使。當時美

國政界不斷追問「誰丟了中國」，這一政治問題演變成學術問題就成為「共產黨如

何興起」或「共產黨如何贏得中國」5。美國學者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提出

了「農民民族主義」的觀點，認為共產黨在1937年後重振政治和軍事力量，是由於

它成功利用了日本的入侵，激發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共產黨因此發展壯大6。

賽爾登（Mark Selden）則反駁說，這種觀點過份注重民族主義問題和時機因素，

抹殺了共產黨作為革命政黨的性質。他對陝北地區的研究顯示，共產黨的興起

不僅是時機和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革命政策回應了農民的要求，主要是土地

政策成為贏得農民支持的關鍵7。陳永發卻持不同意見，認為共產黨激進的經濟

政策並不一定為農民所接受，而是靠組織階級鬥爭。例如在江南地區，共產黨

的成功有賴於組織貧農，鬥爭地主，重新安排原有鄉村秩序8。從70年代開始，

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延伸到更廣闊的領域，眾多學者摒棄以單一因素解釋這一歷

史現象的方法，試圖引入多元因素。於是，他們的研究從「農民民族主義」，根

據地開創與建設，軍事行動，發展到對農民和鄉村社會的研究等等9。

共產主義在中國經歷了從早期城市知識份子的運動到農村革命的轉變，這

一點已為中外學術界認同。20年代後期國共分裂，這些激進主義者受到國民黨

的鎮壓，被迫由城市轉向農村，共產黨的官方論述也一直將1927年毛澤東的秋

收起義作為從城市到農村的轉折點。但是，假如沒有後來抗戰中中共的再起，

秋收起義轉向農村的運動就無以為繼，共產主義革命就談不上轉折而是夭亡。

中共黨史學者難以解釋的是，在經歷長征等重大挫折之後，中共何以能夠迅速

擴大其勢力，動員廣大農民？的確，日本侵略帶來了共產黨東山再起的契機，

中共領導人也並不否認這一點，但若無潛在的力量，契機也會失去。官方歷史

學者可以解釋說這是由於共產黨正確政策的引導，但在受國民黨和日本控制的

絕大多數地區，這些正確的政策是需要有人去執行的。僅從數量上說，1936年

延安革命根據地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如此重要的戰略布局。而且，上述觀點也

未指明，誰是共產黨在鄉村地區的組織者和動員者bk。因為這些人才是共產黨革

命理想與農民現實主義之間的橋樑。無論吸引農民的是民族主義意識，或是共產

黨的革命政策，都需要有具體執行者，要有基層的領導者bl。這些基層領導者必

須具備一定素質，即理解共產黨的目的和政策，接受民族主義思想，並具有與

農民溝通的能力，了解農村狀況，理解農民處境，只有如此，才能將散漫的小

農組織成為支持共產黨的力量。那麼，誰是這樣的基層組織者和領導者？是誰

將一種源於西方的烏托邦理想、城市知識份子對公正社會的憧憬、一種抽象的

共產主義在中國經歷

了從早期城市知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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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現代民族主義觀念轉化為農民理解的語言，轉化為他們對現實和自身利益的關

切？是誰扮演了共產黨與農民之間橋樑的角色？儘管歷史顯示，的確有少數城市

學生成為農村革命的基層領導者，但這是要經歷一個脫胎換骨的轉變，而且從數

量上，也不能說明大規模的鄉村革命。歷史的鏈條在這一點上似乎缺了一環。

二　三十年代中等教育的發展與地方師範學校

國民黨南京政府在戰前十年的成就之一就是教育的擴展。從1927到1937年，高

等和中等教育的學校數目均有成倍增長，學生數量亦翻了一番。其中，師範學

校數量增加最快，幾乎是1927年前的三倍bm。教育擴展是國民黨政府國家建設

（state-building）的一部分，而重點發展師範學校的方針則包含了國民政府控制地

方社會，向鄉村社區滲透的用心bn。1930年4月，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第二

次全國教育會議在南京召開。與會者包括省市縣各級教育官員、大專院校校

長、教育專家等等。應地方教育官員和教育專家之要求，會議通過了為各級教

育機構培養師資，在每縣建立一所鄉村師範學校的提案。此次會議後，教育部

正式承認獨立的師範教育體系bo，同時還認可了以前帶有實驗性質、私立的（實

際上是社會團體創辦的）鄉村師範學校，並將其納入正規教育體系。1932年，中

央政府頒布《師範學校法》，進一步將師範學校的獨立性合法化。30年代初，根

據《師範學校法》，各級教育管理機關開始U手將師範教育從普通中學中分離出

來，使在20年代中師合併浪潮中併入普通中學的師範學校重新獲得獨立。

30年代師範學校的增加使得中等教育的重點轉向了縣一級，尤其在內陸地

區。而且師範學校成為地方中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各地中等教育中佔有

相當大的比例。30年代初期，河南省幾乎每縣都有一所師範學校。在有的縣

份，唯一的中等教育機構就是師範學校bp。在教育較為落後的偏遠地區，例如甘

肅省，師範教育在中等教育中所佔比例達到二分之一bq。師範學校在教育發達地

區也同樣佔有重要比例：1933年，河北省每縣都有一所師範，而有的縣則有男

女師範各一所br。同一時期，師範學校在山東中等教育中亦佔將近一半bs。

這一時期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師範學校的急劇增長以及面向鄉

村。師範學校的快速增長從1930年開始，但到1933年，正規師範和六年制的鄉

村師範突然下降，而簡易師範和簡易鄉村師範數字則相應上升。從1933年開

始，簡易師範和簡易鄉師已構成師範學校的主要部分。簡易師範／鄉師是為鄉

村設計，主要招收小學畢業或同等學力的當地鄉村子弟。簡易師範／鄉師的增

加說明師範學校正向鄉村發展。通過發展地方師範學校，中國教育進行了結構

性調整，更加重視鄉村教育，發展方針從完全抄襲、移植美國模式的正規教育

轉向建立適合中國鄉村社會的簡易（鄉村）師範。中等師範體系漸次形成，它以

數目眾多、位於縣城鄉鎮的簡易師範／鄉村師範為基礎，用以培養初小教師，

並有一定數量的、位於省會和大縣城的正規省立師範，用以培養高小教師。於

是，一個以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簡易師範與正規師範結合、初中程度的縣立簡

易師範與高中程度的省立師範結合的合理結構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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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鄉村貧寒青年打開中等教育的大門

30年代的中學多位於省會、城市或大縣城，有能力的鄉村子弟不得不到城

市上中學，而大多數普通農民家庭無力供養子弟去城¬求學。師範教育的擴展

導致了中等教育向鄉村延伸，成為廣大鄉村貧寒青年接受中等教育的重要途

徑。在河南、河北、江蘇省各個鄉村師範中，農村學生的比例高達70%到

90%bt。30年代的師範學校實行免學費政策，並提供膳食住宿。而且，學校位於

附近縣城、鄉鎮，可以大大減少路費和其他生活費用，因此成為鄉村貧寒學生

的首選。30年代，中國農村經歷了許多天災人禍，普通農民家庭沒有能力支付

子弟學費和其他費用。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有農家子弟接受中等教育，的確有

賴於不斷擴大的地方師範學校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當時社會的普遍看法

也認為，師範學校學生多來自社會下層，以鄉村貧寒子弟為主。

從清末到30年代的教育改革的確使小學教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新式小

學與私塾並存使鄉村青少年中識字人數增加。30年代，鄉村有相當數量青少年具

有基本識字算術能力，其中相當一部分渴望繼續求學。因此，當鄉村師範招生

時，入學考試競爭非常激烈。資料顯示，當時河南、山東、河北、江蘇等省師範

學校的入學錄取率一般在2-10%，最高也只有15%左右ck。對於多數有抱負的鄉

村青少年來說，考試入學是他們唯一可以攀登的社會階梯，但這個階梯仍然太

窄，僅有很小一部分優秀鄉村青少年得以入選。但對鄉村師範學校來說，通過這

樣激烈競爭的入學考試，它們招收到的學生絕對是鄉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

師範學校主要為鄉村小學培養教師，因此，學生畢業後大多回到自己家鄉

或附近地區任教。鄉村青少年的出路局限於師範，而大多數師範畢業生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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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也就局限於當鄉村教師。儘管有少數鄉村青年通過師範學校的途徑考入大學cl，

但總的來說，這種例子如鳳毛麟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小學教員屬於

低薪階層，他們極少有可能湊足上大學的費用。而且地方當局常常拖欠教師的

薪水，導致30年代小學教師罷課索薪浪潮此起彼伏cm。第二，大多數師範生在畢

業後，均已到了成婚年齡，在鄉村教書幾年以後，家庭負擔接踵而來，因要養

家糊口，就更不可能繼續求學。第三個困難在於師範學校與普通中學的課程重

點不同，師範學校課程專為教小學而設置，許多課程過於簡略或根本未設，成

為師範生考大學難以超越的障礙。第四，在鄉村小學教過幾年最基本的語文算

術之後，他們和過去學過的知識已有距離，而且沉重的教學負擔佔去了他們的

時間與精力，無法複習考試科目，日新月異的現代城市和知識已將他們拋諸身

後，使他們很難與城市學生競爭。然而，即使他們自己逃脫了面朝黃土背朝天

的命運，面對日益凋敝的鄉村，看到鄉親生活日益困苦，他們會產生強烈的不

滿，遂萌發社會變革的要求。

四　培養革命者的溫O：山東、河北的地方師範學校

30年代地方師範學校的學生有U一些共同特點。首先，他們大多來自貧寒

家庭，不少學生家庭經濟每況愈下。第二，他們都是鄉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

通過激烈競爭的入學考試就證明了他們的能力，使這一批人有優越感。同時

他們也有不平感，因為他們考入師範本身就體現了社會的不公：因其優秀而

通過考試，本來可以有更好的前途，無奈只是由於經濟困難而不得不入師

範。第三，展望前途，他們已注定要困守鄉間，拿U低薪，貧苦終生，與城

市的知識界少有溝通，而且幾乎沒有改變自身狀況的可能。第四，進入師範

學校後，他們接觸到了一些現代思想，一些激進的社會理論，使他們開始對

鄉村社會進行反思。師範學校是他們接觸外部的窗口，給他們一個機會了解

自己村莊以外的世界。30年代國民黨的現代化政策注重城市發展，雖然在城市

中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他們在重建鄉村中卻遇到困難，尤其是鄉村經濟

凋敝，社區瓦解等問題難以解決。這些青年們從自身處境出發，感到國民黨

的現代化和鄉村政策並未改善自身和家人的狀況，反而使其日益困頓，於是

他們要求變革，一種不同於國民黨政府注重都市現代化政策的變革。第五，由

於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的軟弱，使得共產黨激進的革命政策與民族主義更有吸

引力，因而他們也更易接受共產黨對鄉村問題的解決辦法。另一方面，20年代

末大革命失敗後，一批左翼知識份子逃離城市，隱匿於鄉村學校，將激進社會

思潮帶入鄉村並組織各種社會活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想似乎對這群不滿現

狀的學生更具有吸引力。共產黨組織注意到了這個群體，將其發展為中共的基

層力量。

下面考察山東、河北地區師範學生在30年代的激進活動，主要資料來源於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於1992至1994年出版的《師範群英　光耀中華》（以下簡稱

《師範群英》）。這是一部關於師範學校及學生的事N報告暨傳記匯編，共有二十

30年代地方師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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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關於河北、山東的師範事N集中在第七和第八卷。在山東，師範學校幾

乎佔到中等教育的一半，在河北，師範學校佔中等教育三分之二。《師範群英》

中的報告和傳記均收集於90年代初，許多篇章或是基於原始資料，或是經過對

當事人採訪後撰寫，屬於授權傳記，有的是本人的回憶錄，屬自傳性質。這些

傳記、自傳和回憶錄的形成有其歷史資料的基礎。傳記寫作是由當地師範學校

教師、地方史資料館、檔案館人員在參考地方志、當時報刊資料、地方檔案、校

史、個人回憶錄的基礎上寫成的。自傳和回憶錄的部分大多是受邀寫成。因此，

大部分史實應當可靠。當然，此書亦有其缺點，第一，正如本書書名所指——

「群英」——已經說明這部書集的基調，即歌頌革命英雄，其史料的觀點和I述

方式已受到革命話語的主導，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大部分人的事N均是革命

勝利的讚歌。因此我在鑑別資料時，捨棄了相當部分內容，以期減少共產主義

革命話語的影響。其次，在既定的歷史環境下，I述人有可能重塑其記憶的現

象。因此，我在選擇資料時，盡量側重事實，減少I述和對事件的定性。儘管

有以上種種問題，此書仍有重大價值，尤其在個人家庭出身、經歷、社會活動

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有用的信息cn。它講述了山東、河北30年代一群師範學校出身

的共產黨基層幹部的經歷，從他們為何進入師範，如何接受革命影響，到何時

何地加入共產黨，進行過甚麼樣的活動，等等，這些信息本身提供了我們了解

30年代共產黨在鄉村師範學校活動的線索。但是本文並不能提供數字性的統計

資料，確切地說明有多少共產黨幹部來自師範生，更為準確的資料也許有待於

共產黨內人事檔案的公開。

（一）地方師範：心懷憤懣的鄉村青年聚集之所

在《師範群英》第七、八卷中，河北、山東兩省的人物大多來自鄉村。我們

從他們的傳記中可以看出，大多數人來自中等甚至中等以下的小農家庭co。在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這些人多處於青少年階段，而且許多人都遇到家庭經濟

困難以及其他問題，受教育經歷甚為坎坷。許多人小小年紀就得從事農作。在

此二卷中，許多人都講述U同樣的故事：一邊上學，一邊在田間耕作。不少人

都有因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的經歷，可見大多數人的家境並不富裕。在《師範群

英》第七、八卷中所包括的山東、河北兩省的前師範生中，來自赤貧家庭和富裕

家庭的人都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都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上不起普通中學，才

不得不進入師範的。師範學校幫助這些有才華的鄉村青少年解決困難，使他們

能夠接受中等教育。

相同的家庭背景和艱苦的求學經歷，使得學校的農家子弟有U共同語言，

形成了無形的交往圈子，激發了其階級意識。一方面他們對自己貧寒的家庭背

景十分敏感，另一方面這些師範生還有強烈的優越感，因為他們畢竟是從激烈

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而且，他們從小就以聰敏好學聞名鄉里，許多人在縣城

高小讀書時總是名列前茅，家庭及鄉親對他們寄予厚望，也培養出他們不甘命

運的精神和對家鄉社區的使命感。但是，這些志向遠大、聰敏好學的青少年卻

不得不面對階級分化的現實，這種挫折感常常會表現出來。例如鐵瑛在讀書

30年代的師範生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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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時，從開始作文抨擊社會的不公，譴責階級壓迫，表達出對平等美好社會的嚮

往，到最後發展為積極從事激進的社會活動cp。

（二）地方師範：逃亡共產黨人再生之地

這些鄉村青年積累的挫折感和對社會的不滿需要某種引導方能成為社會力

量，而30年代，他們正是在地方師範學校¬遇到了引導他們的人。第一代的共

產黨員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以不同方式流向農村。一部分人參加了毛澤東的

農民起義、從事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但也有一部分人未能去根據

地，而躲在偏僻的鄉鎮或農村。另外，在國民黨「清共」擴大化的情況下，一

些受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影響的進步知識份子cq也被迫離開城市，逃往鄉

村。這些共產黨員和進步知識份子來到鄉村，藏身學校，以教書謀生。此時正

逢國民黨在鄉村擴大師範教育，招募教師，於是師範學校成為這些逃亡知識份

子理想的避難所。中央政府對大城市以外地區控制鬆懈、地方官僚的無能懶

惰、鄉村缺乏教師以及地方人情關係網，諸多因素都有利於這些逃亡者在學校

¬藏身。

共產黨員和進步知識份子藏身學校的情況在當時的新聞報導中可見一斑，

其時常有報刊報導某些學校教師被指控為共產黨cr，這些指控既有「清共」擴大化

造成的冤案，但許多案件也是確有其事。根據《師範群英》第七、八卷，山東

和河北的師範教師中就有不少共產黨人，如山東二師的王哲，一師的李竹如、

徐步雲（陶純）、袁和清、王俊千、韓琴南、祁蘊樸、石逸民、王丹忱、李清

泉、周愛舟、吳天墀，四師的馬石安，五師的馬宵騰，等等。河北的情形也如

此：河北（大名）第七師範的馮品毅，保定的第二師範的趙瑞五，等等，均為

共產黨員。

與此同時，地方上有一批受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薰陶的進步知識份

子，因不滿國民黨政府1927年後突然向右轉，也成為共產黨的同情者和支持

者。例如山東第二師範校長范明樞、濟南鄉村師範校長鞠思敏、山東第三師範

校長及六縣聯立鄉師校長孫東閣、文登鄉師校長于雲亭、山東省立第一師範校

長兼教務長王祝晨、河北第七師範校長謝台臣、教務長晁哲甫、第二師範校長

張宵騰、第四師範校長孟憲禔，等等。這些同情共產黨的校長、教務長都是地

方名人，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聘用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在教師

或學生遇到地方政府騷擾或逮捕時，想方設法保護和營救他們cs。

這些逃亡鄉村的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將學校作為他們繼續從事革命活

動的新戰場，並且積極地利用各種方式吸引學生參與。從《師範群英》的大多數

篇章來看，這些共產黨員教師在學校的活動有U共同的特徵。首先，他們利用

師範學校的正式課程，傳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理論，把馬克思主義

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介紹給學生，並分析當下農村經濟狀況和社會階級

狀況，然後鼓勵學生在假期回鄉時做社會調查，再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加以分

析ct。其次，他們組織讀書會、文學社團，吸引愛好文學的青少年。通過讀書

師範學校的共產黨員

教師利用正式課程，

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

鬥爭理論介紹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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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他們將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介紹給學生，指導、鼓勵學生思考社會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甄選出一些領悟力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思想激進、活

動力強、人品可靠的學生，先介紹他們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如「民族解放先鋒

隊」（簡稱「民先」）、「左聯」、「抗日救國會」、「反帝大同盟」等等，然後發展他們

入黨並建立地方支部。一個學校只要有一兩位這樣的教師和一群追隨他們的學

生，一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就建立起來了。

（三）培養學生活動份子的溫(

在共產黨員和進步教師的引導下，在同情共產黨的校長保護下，地方師範

學校成為醞釀和滋生激進思想的溫(、社會活動的中心。從《師範群英》中的篇

章，我們可以了解他們所受到的影響。《師範群英》中的人物在他們的傳記或自

傳中提到過一批30年代在師範學生中流傳的書籍雜誌，五十年之後他們仍記得

當年讀過這些書籍雜誌，應該說，這些書籍雜誌對他們政治觀點的形成具有重

要意義dk。從這些流傳的書刊中，我們可以看到30年代共產黨和左翼文化人對師

範學生的影響力。這些書刊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國

和日本學者寫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入門書，如艾思奇、河上肇的著作。文學

方面有五四作家和左翼作家，包括魯迅、郭沫若、曹禺、巴金、茅盾、蕭軍、

蕭紅以及蘇聯左翼文學家，如高爾基（Maksim Gorky）、綏拉菲莫維支（Aleksandr

Serafimovich）的作品等等。雜誌方面以左翼和中間偏左的文人所辦的雜誌，如鄒

韜奮主編的《社會周刊》、蔣光慈主編的《拓荒者》、丁玲主編的《北斗》最受歡迎。

山東的共產黨員知識份子利用同情者的掩護，建立了「書刊介紹社」，專門購入

上海、北平出版的左翼書刊，再轉輸山東各地的學校，將當時左翼文學作品和

共產主義理論書籍介紹給當地學生。30年代的文獻也證實，《師範群英》提到的

這些革命、左翼書刊，當時的確流傳於不少師範學校之中。國民黨政府每年都

給地方下達一個禁書單，其中不僅禁止以上書刊，而且包括除共產黨外的其他政

治組織的書籍刊物，甚至連國民黨左翼人物和社會改良人物的書籍也在禁止之

列。1931至1932年間河北保定警察局在一次檢查幾個師範學校的郵件時搜查到的

違禁刊物，均屬共產黨刊物，可見共產黨組織在當地師範學校中十分活躍dl。

誠然，與當時師範生的總數相比，《師範群英》中提到的人物屬於少數，就

算把沒有列入記錄的學生黨員和積極份子都包括在內dm，他們在整體學生和在大

多數學校中仍是少數。可是，這並不影響他們對學校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美

國學者易社強（John Israel）在研究30年代學校政治活動時發現，一所學校只要有

10%的學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就能主導這所學校的政治氣氛。在一個地區，只

要有少於1%的學生積極份子，就能左右這個地區的學生組織和學生運動dn。山

東、河北地區師範學校的活動證實了易社強的判斷，而事實是，大部分地方師

範學校中學生活躍份子都超過了易社強所說的比例，例如，山東第三鄉師學生

總數不過一百六七十人，但受學校中共黨組織吸引的積極份子學生就有六七十

人do。1933年，文登第七鄉師有三十多名學生黨員，佔學生總數的五分之一，還

美國學者易社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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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活躍份子都超

過了易社強所說的比

例，例如，山東第三

鄉師學生總數不過一

百六七十人，但受學

校中共黨組織吸引的

積極份子學生就有六

七十人。在河北第七

師範，據說有八成的

學生捲入了共產黨領

導的政治活動。



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不包括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的進步學生dp。在河北第七師範，據說當時有八成的

學生多少捲入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活動dq。

《師範群英》中所記載的人物，在成為革命者的過程中都經歷了如下幾個步

驟：首先，他們在學習中一般性地了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表現出極

大興趣，並積極地參與社會調查，利用這些理論分析鄉村社會。在此過程中，

他們也許對社會不公表現出比一般學生更強烈的憤慨，受到共產黨員教師或同

學的注意。其次，他們被邀請參加學習小組、讀書會、文學社團，以及社會活

動團體，如「民先」、「左聯」等團體，這些團體往往是由共產黨員教師或學生指

導或領導。在這些組織內，他們進一步了解共產黨的主張、社會革命的必要

性、共產黨組織和最終理想，以及被認為是中國前景的、被理想化的蘇聯社會

狀況。然後，他們捲入具體的政治行動，組織罷課、示威遊行。最後，在一系

列活動中表現積極的學生被吸收入共產黨dr。

師範生在30年代所參加的社會政治活動，目標和範圍有可能是全國性的、

政治性的，如抗日遊行請願、抵制日貨、抗議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這

些活動往往是校際間的聯合行動，響應全國運動。地方性的跨校活動也可能是

非政治性的，如反對會考、反對軍訓等等。相當部分抗議活動是在校內進行

的，如某些活動針對校領導貪污腐敗、校方僱用無能教師、學校伙食惡劣、教

師保守歧視、學校無故開除學生、學生之間的衝突等等。當然，也有地方性的

政治活動，如組織附近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暑期回鄉動員鄉民抗捐，等

等。但這種激進的政策隨U共產黨提出聯合陣線後有所緩和。在30年代，大多

數政治活動屬於校際之間的聯合行動，並多以抗日為主題。「九一八」後，這些

活動使民族主義情緒走向高潮，將眾多原本政治意識不強的學生捲入其中，而

校內的非政治活動也常常有團結學生、動員群眾、給保守校方找麻煩的意味。

通過這些活動，學生活動家學會了如何組織群眾、傳遞信息、表達訴求、製造

輿論、互相聯絡、動員力量，這種訓練最終成為他們下一階段組織抗日游擊隊

的寶貴經驗。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一部分學生參加了共產黨和共青團，大部

分學生積極份子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如「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日救國

會」、「反帝大同盟」、「左聯」等等。這部分人中的大多數在抗戰爆發後也加入了

共產黨。這些活動為共產黨在抗戰中崛起訓練了骨幹力量。從以上山東、河北

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30年代共產黨如何滲透地方師範學校，如何引導和組

織學生，將其塑造為革命的溫(。我們也可以想像，其他地方的師範學校也有

相似的經歷，但由於篇幅、資料等因素的局限，本文未能涉及。

（四）從學生活動家到鄉村抗日組織的領袖

師範學生成為地方革命領導人的另一個重要步驟是回鄉。在本文第三部分

中提到，絕大多數師範生畢業後，回到自己家鄉或附近村鎮教書。他們成為地

方領袖並非偶然，首先，因為他們出身於當地農家，了解地方風俗語言，可以

用同一種語言和農民溝通，知道怎麼將民族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大目標

翻譯成農民理解的語言。其次，他們從自己的經歷中體會到鄉村生活的艱辛，

師範學生成為地方革

命領導人的另一個重

要步驟是回鄉。他們

回鄉教書後所以成為

地方領袖並非偶然，

這是因為他們出身農

家，知道怎麼將民族

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

革命的大目標翻譯成

農民理解的語言；也

知道甚麼政策能吸引

更多農民參加抗日。

他們在鄉親中有聲

望、有號召力，他們

作為地方教師和文化

人，受到尊重，教師

身份也利於他們和學

生家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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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農民的疾苦，知道他們想要的是甚麼，知道甚麼政策能吸引更多的農民參

加抗日。第三，他們從小讀書就是同類中的佼佼者，被家庭、村民寄予厚望，

代表U家族和村莊的榮耀，使他們在鄉親中有聲望、有號召力。第四，他們回

鄉後，被看成是讀過書、見過世面的人，作為地方教師和文化人，他們受到尊

重，教師身份也利於他們和學生家長交流。這些都是他們成為地方領袖的必要

條件。而且，如上文提到，在鄉村中存在U一大批青年，他們雖然接受過幾年

基本教育，但未能接受高小或中等教育，屬於在投考師範學校中被淘汰的大多

數。他們所受的教育使他們有能力與地方教師溝通，理解一些基本的社會概

念，同時，他們也對生活現狀不滿。這批人既是地方教師的同齡人，又可能是

親戚、同鄉、兒時玩伴、小學同學，因而最可能成為地方教師進行動員的主要

對象。當然，對這批人的動向有待進一步研究，也許能幫助我們了解除師範畢

業生以外的中共基層幹部。

在筆者所研究的四十三名其後成為共產黨幹部的30年代山東師範學校學生

中，有二十四人回到鄉村，成為小學教師，二十八名先後組織或加入了地方游

擊隊。其中十四位人物先後去了延安，其他人有的進入共產黨在山西等地舉辦

的訓練班或學校。在延安，他們或在抗大接受政治軍事訓練，成為軍事指揮

員，或進入中央黨校、馬列主義學院進一步學習理論。然後被派往敵後，或派

回家鄉從事組織動員群眾的工作。30年代後期，他們中多數為縣區領導，40年

代成為縣級以上及地區領導。前山東平原鄉師學生王克寇的經歷有助於我們了

解這批地方領袖的成長：王1933年入鄉師學習，1936年在鄉師入黨，1937年夏

畢業後回到本縣任教，同時進行抗日動員和組織活動。1937年底日軍佔領其家

鄉時，王已經擁有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後來又兼併了其他各種地方武裝和民間

抗日力量，包括改造一支土匪隊伍。1938年初當共產黨中央派代表進入該地區

開闢敵後根據地時，王被任命為家鄉（禹城）的縣委書記，後為魯西北特委武裝

部長，1939年為魯西北游擊大隊政委，1940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八路軍冀魯豫

四分區基幹二團，為地方主力，王任團政委ds。王是山東師範學校抗戰前最後

一批畢業生，在他之前的黨員學生已回鄉任教並從事動員群眾的工作，在他之

後的激進學生抗戰爆發時仍然在校，於是，他們或直接投入游擊戰，或投奔延

安，然後再回鄉從事抗日活動。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利用40年代後期的資

料（1948-1951）研究了陝甘寧邊區延長縣鄉村基層幹部的家庭出身，試圖了解共

產黨基層政權的結構。他認為，陝甘寧根據地的幹部有不同背景：上層階級和

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處於中央和省級領導地位，貧農出身的幹部在縣級，中農

出身的幹部在區鄉村各級dt。《師範群英》的資料顯示，30年代後期，大部分師

範學生出身的共產黨幹部出任區、縣、地區級領導，到40年代中後期，這批幹

部大多已經成為縣以上或地區以上的領導。很有可能他們所動員的鄉村青年接

替了他們在村鄉各級的職務，成為基層領導，然後在40年代後期根據地擴大後

有的晉升為縣級領導。若是這樣，就與周錫瑞所說的結構是一致的。而且，從

3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後期幹部的結構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組織基於年資

的分層現象（layers）。例如，在筆者上述所研究的四十三名山東師範學校學生

中，他們參加革命後，少數人在戰場上犧牲了，多數人經歷了抗戰和內戰，

周錫瑞認為陝甘寧根

據地的幹部有不同背

景：上層階級和知識

份子出身的幹部處於

中央和省級領導地

位，貧農出身的幹部

在縣級，中農出身的

幹部在區鄉村各級。

《師範群英》的資料顯

示，30年代後期，大

部分師範學生出身的

共產黨幹部出任區、

縣、地區級領導，到

40年代中後期，這批

幹部大多已經成為縣

以上或地區以上的領

導。這與周錫瑞所說

的結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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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省市領導。

五　結 語

本文討論了30年代教育擴展與政治勢力的微妙變化。在國民黨政府發展鄉

村師範、擴展鄉村教育的政策下，一大批貧寒鄉村青少年得以接受中等教育。

但是，這些青少年個人和其家庭處於不利的整體大環境。天災、鄉村經濟凋

敝、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國民黨政府失敗的鄉村政策，在在都使得這些優秀

的鄉村青年不滿。從個人角度來說，他們自覺優秀，卻不得不接受次一等的教

育，將來出路極其有限，而且作為鄉村小學教師，待遇極差。他們並未感受到

國民黨政府現代化政策的好處，反而覺得被困鄉里。另一方面，進入地方師範

把他們帶出原有的鄉村社區，使他們視野開闊，通過師範學校這個窗口，他們

接觸到了現代知識和各種社會理論，了解到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和社會前景。

如果要為共產黨人排列譜系的話，筆者則將30年代的激進青年學生歸於第

二代共產黨人，他們與第一代共產黨人有U顯著的區別。第一代共產黨人大多

出生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年的舊鄉紳家庭，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又有

機會在大城市接觸現代生活和新式教育，在整個1910年代中他們不斷汲取了陸

續傳入的各種西方思潮，又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激進主義的高潮。因此他

們的共產主義的知識更為直接和全面，對共產主義的理解更傾向於將其作為一

種社會理論，他們的行動更多的是書寫、呼籲、傳播，確實為一種城市知識份

子的運動ek。第二代共產黨人則多為出生於1910年代的鄉村一般小農家庭，他們

所受的教育頗為雜蕪，既有私塾教育，也有新式教育，且教育過程時斷時續。

由於地理環境和家庭背景的局限，他們的文化程度大多限於中等教育，甚至更

少。他們更多的是通過左翼文學作品和社會主義入門書籍了解馬克思主義，而

且，他們了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更多的是列寧主義式的，是經過第一代

共產黨人選擇、消化的理論。這就注定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是

間接的、片斷的，導致他們激進的動力並非出於理論的極端化，而更多的是出

於他們自身的社會背景和親身經歷。在30年代的形勢下，他們已經不可能對西

方理論作更多的學理上的探討，社會和時代要求他們有所行動，抗日救亡刻不

容緩。所以，第二代共產黨人更多的是「行動的一代」。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

不可能把某種理論視為教條，而是更多地從實踐中去理解理論、修正理論。同

樣的，他們也最有可能以實踐行動背離抽象理論，這樣就促成了共產主義的中

國化。

然而，從更廣闊的層面上，我們可以將這種政治變化看成是不同的社會力

量尋求社會轉型的不同解決方案。從晚清到民國，無論改良還是革命，我們看

到的都是上層知識精英主導的社會改革方案，這種方案往往注重城市的現代化

建設，加速了鄉村經濟的衰落和社區的瓦解，加大了社會分化與貧富不均，讓

農村和農民為現代化付出代價。這種現象在90年代大陸地區的改革中又重新出

從晚清到民國，無論

改良還是革命，我們

看到的都是上層知識

精英主導的社會改革

方案，這種方案往往

注重城市的現代化建

設，加速了鄉村經濟

的衰落和社區的瓦

解，加大了社會分化

與貧富不均，讓農村

和農民為現代化付出

代價。這種現象在

90年代大陸地區的改

革中又重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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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30年代的鄉村青年通過參與現代教育，使得小知識份子階層壯大，他們的

出身與利益使其易於與農民結成同盟，並成為下層利益的代言人，抗衡以國民

黨為代表的上層精英，這種對立最終導致社會革命。在此過程中，日本侵略帶

來了時機問題，並導致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只有在共產黨培養了相當數量的

基層力量可作為革命運動的橋樑，使革命目標和政策、民族主義意識能夠達到

下層廣大農民，同時又能將下層利益訴求即時傳達到上層，修正上層政策，以

利於團結最廣泛的社會階層，日本侵略和民族主義高漲造成的機會才可能被充

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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